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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a study on female sex-workers in the labor

market field in Northeast China.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female sex-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 in-

troducing their work experiences ,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t jobs as a sex-worker and others such as wait-

ress , massagist girls , peddler , and exploring the reasons why they chose sex work as their job.The paper

utilizes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cluding more than one-month intensive

fieldwork(informal deep interview , community-based observation)during the data collection period and

basic statistic analysis using SPSS10.0 after transfering the qualitive materials into data.103 female sex-

worker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The study finds out half the famale sex-workers we interviewed are

Xiagang female workers , an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from urban areas , which indicates the reduction of

the anonymity that necessary for the profession of sex work on condition that the females encountered

economy crises.Moreover , the occupational mobility from the jobs after Xiagang to being as a sex-worker

is some kind of horizontal mobility instead of downwards as most of the people portrayed.The study also

analyzes four kinds of “relationsohips”(Guanxi)that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ir continual job-hunting

process:no relationship(depend on themselves), relative-based relationship , friend-based relationshiip

(formal occupation agency).The paper argues that friend-based relationship wins the bid ultimately.

　　2002年7月到 9月 ,我们课题组① 以“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在东北 A市 、B 市和 C市三个地方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红灯区考察。这是一项探索式研究 ,创新之处主要有二:其一 ,把女性性工作者②

作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分子考察她们的主要就业经历(包括性工作),从纵向的 、过程的视角来发现这些

女性进入性工作的原因;其二 ,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协作并用;以“入住式社区考察”为主要方式收集

原始材料 ,并把定性资料进行量化处理 。

主要发现有四:其一 ,本次访谈的这三地的 103个小姐几乎都是城市户口 ,下岗女工占半数;其二 ,

其中的本市人或者附近城市的人比较多 。这意味着这些小姐的“匿名性”的弱化;其三 ,从下岗到做小姐

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 。由于个人经验资源的短缺与社会就业的救济性质 ,她们所获得的历次职业

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接近 ,并不存在“堕落”;其四 ,在连续的职业流动中 ,各种“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呈现

为:“无关系”(自己闯)与“亲关系”(靠亲属)渐行渐弱;“友关系”最终占上风;而“公关系”(正规的职业中

介)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非常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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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小姐”这个群体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称呼。本文主要采用“女性性工作者”和“小姐”这两个最常见的称呼。使用前者主要
考虑到本研究是把这些女性当做劳动者 、工作者来看待;使用后者主要因为这个称呼是这些女性自己对自己的称呼 ,而且其指
称对象也被所有人所知晓。本文中性工作和“做小姐”通用。

本课题是“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由香港“紫藤”社会工作组织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承
担。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教授 ,课题成员有刘振英副教授,研究生黄盈盈 、王洁 、张慧霞 、何为 、张春萌。除负责人外 ,其他成员
都是女性。本文在该课题的总结报告的基础上写成。该研究所迄今为止共承担过四项与性产业相关的课题 ,分别在广东 、深
圳 、四川、东北等地做实地考察 ,累计实地田野工作时间近 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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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通过文献分析 ,我们发现以往有关“小姐”的研究资料主要有四种类型:1.写史的人从史学角度对资

料加以汇编与分析 ,通常可分为“娼妓史”或“禁娼史” ;2.政府 、公安部门的人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进行的

社会调查与对策研究 ,通常关注“扫黄”的问题;3.医生 、防疫站从性病 、艾滋病预防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

究;4.社会科学研究者从社会学 、人类学角度进行的调查与研究。

大多数资料仅仅描绘最表面的现象 ,或者局限于为政府的扫黄政策做解释 ,或者对于“卖淫”进行道

德谴责 ,学术意义十分贫乏。一部分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主要是把目光集中在小姐本人的现状 ,所考

察的也大多是农村或城郊的红灯区情况(潘绥铭 , 1999 ,2000;黄盈盈 ,2002)。因此 ,尽管在目前的中国

许多人都知道有些城市里的失业女性从事了性工作 ,而且流传着许多民谣;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深入

的情况 ,更没有对此进行研究与解释。

大多数著作没有意识到“小姐”也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分子;“做小姐”也是妇女就业的一种选择结

果 ,不管这种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因而从研究角度讲 ,小姐的这种劳动者身份受到双重忽视 ———

研究小姐的人忽视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工作的经历 ,研究妇女就业的人则忽视了小姐也是需要就

业的广大妇女中的一员。

本项研究旨在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尝试把“小姐”放到整个妇女就业(包括农村进城妇女)的全局中

去 ,考察她们的就业机会 、准备 、途径 、结果 ,从而研究这些妇女是怎样进入性产业以及为什么会进入;本

研究格外注意小姐中那些原来就是城市户口的人 ,无论是从来就没有工作过的女性还是下岗人员 。

(二)研究对象

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 ,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三层界定:女性失业劳动力 、女性性工作者 、作为地理和

时间范畴的东北地区 。

界定一 ,女性失业劳动力包括:15-50岁人群中的待业者(可以劳动却没有工作 ,包括农村进城的

人)、完全失业者(所有那些曾经有过工作 ,却完全失掉了的人 ,包括城市人和农村人)、半失业者(目前无

工作 ,但是仍然从原来的工作中领取一定金额的人 ,包括:待岗 、内退 、放长假等等)。

界定二 ,女性性工作者(也称为“小姐”)包括:1.性服务者 ,即狭义的性工作者:目前正在提供直接

的性交服务(通常称为“出台”)的 ,有过一次就算。在调查中我们主要根据两个标准来判断小姐是不是

直接的性服务者:小姐个人有出台行为 ,或个人所在服务场所是专门提供性交服务的 。2.涉性工作者 ,

即广义的性工作者:包括目前正在从事三陪 、异性按摩 、脱衣舞表演 ,以及隐蔽在陪伴 、保姆 、计时服务等

名义中的性服务者。

界定三 ,地理和时间概念包括:局限在东北地区 ,以“市”为单位。凡是现在在调查地的妇女都算 ,无

论来自何方 、居住了多长时间 。

我们在 A市 、B市 、C市一共访谈了在中低档的歌舞厅和按摩店工作① 的 103位正在从事直接性服

务或涉性服务的待业 、完全失业 、半失业女性 ,包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三)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项研究在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定性方法为基础 ,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相结合与相互转

化。这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在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既做问卷又做访

谈;而是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方法 ,取长补短相互结合 。根据我们的经验 ,这种方式在红灯区考

察中比较适宜。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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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姐群体”的差异性是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小姐”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从大的方面讲 ,这些差异性至少体现
在四个方面:阶层的差异性 ,地域的差异性 ,管理形式的差异性 ,小姐个体本身的差异性。本课题组所进行的 4次考察都是针对
档次较低的“发廊妹”一层 ,因此在横向上具有可比性。



(1)准备阶段 。实地考察前 ,首先从研究目的出发设计好非常细化的访谈提纲 ,并在电脑中形成相

应的数据库。然后调查人员事先把这些问题背下来 ,并转化为自己的日常语言进行练习 。

(2)实地踩点 。实地考察前半个月 ,课题负责人到东北地区打探红灯区情况 ,落实具体调查点 ,联系

红灯区内或离得最近的方便于考察的住处 。本次踩点共涉及性产业较发达的 11个城市 ,最后选定 A

市 、B市和C 市。这三地是经过挑选的 ,各有特点 ,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各种情况。

(3)田野工作 。基于研究对象的“非法”与“地下”的特性 ,现场收集材料时 ,我们还是采用定性的“入

住式社区考察” 。考察员除负责人外都是女性 。是否进行匿名考察 、在多大程度上告诉被考察者我们的

研究目的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

我们入住之后 ,首先花一天时间摸清该红灯区的大概面貌 ,然后根据当地性产业的具体情况 ,尝试

“进入”方式(即第一次接触 、认识小姐)。基于东北的性产业情况 ,我们认为比较成功的进入方式是:2-

3个人一小组以唱歌或按摩的方式认识老板娘和小姐 ,通常是一个人唱歌 ,别人找机会跟没事的小姐认

识 、交谈 ,并寻找进一步交谈的机会 。

其次 ,我们“进入”以后以非正规的聊天方式 ,结合听 、看等其他手段 ,逐渐获取所需材料。这通常需

要考察员在自然的情境中 ,不露痕迹地把话题引到我们的问题上 。不过 ,我们所获得的资料不限于事先

设计好的问题。

第三 ,我们当天回来记录聊天内容 ,把所有材料输入电脑或记在笔记本上 ,形成原始的定性材料 ,并

把相关内容提炼为问卷的答案部分输进电脑 。定性材料通常按时间顺序记录 ,内容包括整个考察过程

(进入的方式 、跟小姐聊天的步骤和内容)、观察到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感受与感想 。问卷内容则按每个个

案(小姐)记录。我们尽量把原始答案提炼后记录在数据库里 ,统计时再归类分析。

最后 ,课题组在当天或隔天会进行讨论 ,总结 、交流经验并随时提出问题 ,共同商讨解决方法。我们

还会根据所获资料随时修正问卷中的变量 ,补充材料。

(4)整理材料和书写报告。本次考察我们一共获得 103个小姐的详细定性资料 ,同时把部分内容进

行定量化处理 ,形成了103份较为完整的问卷 。对于问卷部分 ,我们所需要做的主要是查看回答项 ,并

做适度的归类 ,然后用SPSS10.0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① 对于所有的定性材料 ,我们还需要继续做两方

面的工作:其一 ,整理出较为完整的个案;其二 ,设计好主题标签 ,把所有的定性材料根据内容贴上标签 ,

以备进一步的查找 、归类和比较。在整理资料期间 ,我们通常每周开 1-2次讨论会 。

本文的定量分析的目的 ,不打算 、也不可能推论总体 ,但至少能反映这 103个东北小姐的相关情况。

我们在选点的时候尽量考虑到了调查点的代表性 ,从而可以对东北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有个

粗略的了解。

二 、社区基本情况

基于篇幅 ,这里简单介绍与性产业直接相关的社区基本情况 。总体上讲 ,A 市是卫星城市 ,以歌厅

为主 ,其他的性服务形式较少;B市的性服务规模最大 ,存在歌厅 、按摩 、直接进行性交易等各种形式;C

市也有歌厅 ,但主要是以按摩为主 ,而且小姐年龄较前两者偏大 ,本地下岗女性偏多 。

(一)A市

A市的性服务业主要以歌厅为主 ,约有 300来家歌厅 ,分布在 6-7条街上 。据当地公安局的一个

主任介绍 ,A市的性产业以前都叫做洗头房 ,后来打击了 ,都叫做歌厅 。1998年前后是性产业发展的高

峰期 ,有上千家带小姐的歌厅。这两年减少了 ,当地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不好;男人不喜欢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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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定性材料的定量化”处理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调查结果 ,方便各种情况的比较分析 ,
又有助于了解到更丰富的信息。这样做的缺陷是:尽管每个问卷内容尽量完整 , 但因为在聊天时存在受到干扰的可能性(比如
有顾客来而中断 ,或小姐自己记不清打工经历等),所以体现在问卷上的内容偶尔会出现缺项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这次
的主题是小姐的工作经历以及历次工作之间的比较 ,虽然对象是敏感人群 ,但是谈论的话题却并不敏感 ,因此问卷比较完整, 足
以进行简单的定量分析。



而政府打击不是主要原因 。

此地的歌厅一般规模比较小 ,仅一个门面 。纯粹歌厅和带小姐的歌厅会同时在一条街上出现 ,门上

都写着“一元一首(歌)、高级音响”之类的字。初来乍到者一般分不清哪些是带小姐的 。但后来有老板

告诉我们 ,可以根据两点来判断:其一就是写着“歌舞厅”的一般是带小姐的 ,而写着“歌厅”的则一般是

不带小姐的;还有就是以马路为隔 ,马路的这一段是带小姐的 ,另一段则是不带小姐的 。A市的小姐基

本上都是吃住在营业场所里。

A市的“客人”以前主要是来自 A省省会的富人或者干部 ,因为 A省省会“扫黄”比较严厉 ,所以客

人就到 A市来 ,只要开车40分钟左右 。近年来 ,由于经济全面不景气 ,A 省省会来的客人少了 ,附近城

镇中的富人来的较多 。

(二)B市

B市的经济在三个地方中是最好的。性服务形式比较多样 ,不仅有歌舞厅 ,还有按摩 、直接进行性

交易等形式。B市的性服务场所最繁华的街道是 jing街 ,至少有 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 。但是它并不

是最典型的红灯区 ,因为在这条街上 ,性服务场所跟正规商店饭店混杂在一起 ,而且很多是在正规商店

的二楼上 ,经常是一个过道有 4-5家。B市的按摩店和歌舞厅很多是串在一起的 ,即:歌舞厅缺人的时

候就到按摩店叫人。有些歌舞厅自己不带小姐 ,但可以帮客人叫小姐。B市的小姐很多 ,流动性比较

强 ,不像A市那样吃住在工作场所 ,而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 ,自由度更大一些。

B市的“客人”群体主要是那些来 B市“搞资源”的外地商人 ,他们有钱 ,见过世面 ,敢嫖。其次是本

地的一些“耗子” ,他们靠大批量偷取国家资源发财 ,往往有后台 ,也敢嫖。还有一些“领导” ,是靠包庇

“耗子”发财的。

(三)C市

跟A市 、B市相比 ,C市的经济最不景气 ,下岗的情况最严重。C市性服务形式主要是按摩店 ,也有

歌舞厅 ,但不是很多 。按摩店一般规模不大 ,7 、8个小姐的比较多。它们的数量很多 ,但也比较分散 ,有

遍地开花的趋势 。C市直接提供性交服务的比较少 , “打飞机”① 的情况相对要多一些。C市有不少规

模比较大的浴池 ,基本上都提供“打飞机”以上的性服务 ,因此那里按摩的价格比一般的按摩店要高出 2

-3倍。在C市的小姐中 ,下岗工人比较多 ,30-40岁之间的女性比较多。

C市的客人也主要是外地来的商人 ,因为C 市的石化厂仍然非常兴旺 ,招来许多人 。此外就是附近

各种小企业的私营老板们 。当地人形容说:“锅(国)漏了 ,(所以)碗(老板)满了 。”不过 ,C 市本地的一般

客人也比较多 ,因为只要不下岗 ,在当地就是生活富裕的人了。

三 、研究发现

我们把定性访谈资料整理为问卷之后 ,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小姐的基本情况 ,包括年龄 、教育程

度 、家乡所在地(离工作地远近)以及户口;(2)小姐中下岗的情况 ,包括是否是下岗工人 、下岗前的工人

类别 、单位所有制 、下岗原因以及下岗后的待遇等;(3)小姐的工作经历 ,包括做小姐前的那一次工作 、倒

数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工作 。每个工作都包括工作种类 、性质 、寻找途径 、工资情况以及离开原因;(4)做

小姐的基本情况 ,包括做小姐的时间 、收入 、寻找途径等 。

通过统计 ,再辅助以相关的定性材料的归纳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现:

(一)发现之一:“下岗妹”群体的存在

“下岗女工”和“小姐”可以说是两个形象差距悬殊的身份概念。在人们刻板的印象中 ,下岗女工通

常是受人同情 、非常正面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往往与“30-40岁” 、“上有老下有小” 、“辛劳了几十年最后

被单位扫地出门”这些特征相吻合;“小姐”则通常是受人歧视 、非常负面的堕落少女形象 ,往往与“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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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姐为客人手淫。



春饭的” 、“不务正业” 、“贪图享乐”等特征相吻合。人们把“哀其不幸”给了下岗女工 ,把“耻其不争”给了

小姐 。这两个相距甚远的形象很难捏合在一起。但是经济变化给人们的道德观念带来的冲击往往是巨

大的 。在下岗情况严重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社会上流行的民谣首先把这两种似乎没有交点的身份融

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且听:

下岗妹 ,别流泪 ,挺胸走进夜总会;陪大款 ,挣小费 ,不给国家添累赘;

爹和妈 ,半生苦 ,老来待业很凄楚;弱女子 ,当自强 ,开发身体养爹娘 。

这个民谣早几年就已经在社会上传诵开 ,而我们的考察则给它提供了两方面的事实根据 。

1.小姐中 ,城市下岗女工占一半

本次访谈的这 103个东北小姐 ,最小的 16岁 ,最大的 47岁;平均年龄 25.1岁 ,中位数是 24岁 。与

我们以往调查到的其他地方的小姐相比 ,她们的年龄更大。

此外 ,她们的“出身”有两大不同:其一 ,拥有城市户口的小姐占到 95%;其二 ,她们当中原来在国有

或者集体等正规单位工作 、现在下岗或者完全失业的人比较多:在A市是47.5%;在B市是 41.7%;在C

市则高达 72.7%;三地总计为 51.0%。

她们下岗前情况主要有这些特点: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地下的岗(98%);下岗前主要是没有技术的熟

练工人(62%);下岗前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74%);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是因为单位的原因(单位裁员 、破

产倒闭 、改制 、被吞并等 ,占 74.5%),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指自己主动辞职 、请长假等)。这一规律

在C 市尤其明显 ,93.8%的人是因为企业效益不行或倒闭而被迫失去工作。

至于另外一半左右的小姐 ,虽然不是下岗女工 ,却基本上是城市户口 ,属于“待业青年” ,因此也可以

纳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范畴里进行分析。

2.她们曾经找过许多其他工作

在我们的调查中 ,下岗后或者待业后直接做小姐的女性只有不足 9%。其余的人都是在经过相当

长的时间(平均 51.5个月)、找过多种工作(平均 4.7个)之后 ,才最终选择进入性产业 。如果说至少干

过一个月才算有过一个长期工作的话 ,那么在这些小姐中 , 87.4%的人至少有过一个长期工作;65.0%

至少有过两个长期工作;38.8%至少有过三个长期工作。尤其是 ,在她们当中 ,即使以前做过“三陪小

姐”(不卖淫)的 ,也只有 3.9%。这更加可以说明:她们并非“天生就是这块料” ,也不是“好逸恶劳” ,更

不是“自甘堕落” ,而是曾经在劳动力市场中 ,朝着人们认为是正常的工作 ,屡屡挣扎过。

她们曾经是国家的主人翁 ,处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地带 。但是下岗之后 ,她们四处奔波 ,不得已才

进入性产业这样一个不被正眼瞧的行业 。结果 ,深受社会同情的正面劳动妇女形象与痛遭社会鞭挞的

负面不良少女形象 ,在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冲击下合二而一。由此 ,我们也就可以体会到前述民谣中非凡

的“民间智慧”:下岗妹=下岗女工+小姐。

(二)发现之二:小姐的匿名性在弱化

匿名性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的“性工作”的生存基础 ,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陌生

人”指的是和我们没有私人亲密关系 、只能在公共生活中遭遇的人。只有“陌生人社会”才能够使性工作

者藏身在茫茫人海中 ,才得以脱离家乡社群的监视而在城市讨生活(卡维波 ,2001)。性产业对于匿名性

的需求 ,与现代社会中对于“小姐”身份的“污名化”紧密相连 。

一个性工作者为了给自己营造一个匿名的社会 ,需要采取很多措施 ,比如给自己起假名 、隐瞒自己

的家乡 、用假身份证等等 ,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 ,在一个碰不见熟人的地

方开始塑造自己的“小姐”身份 。

根据我们以往的调查经验 ,大多数小姐是从外省来的流动人口(例如广东 、深圳的情况),或者是从

该省距离相当远的其他地方过来(例如四川的情况)。她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害怕家里人知道自己

在这里做小姐 ,所以离家越远匿名性就越好 ,受到的心理压力也就相对越小。可以说 ,一个匿名的情境

可以帮助她们尽快地认同自己的“小姐”身份 。因而 ,鲜少有人会在家门口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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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跟我们以往了解到的其他地方的小姐相比 ,这 103个东北小姐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之一恰恰

就在于:小姐中本地或是附近城市户口的人比较多(见表 1)。

　　表 1　 调查地点与小姐家乡所在地 (%)　　

调查地点
家乡的分类

本市 50公里之内 本省 北方 南方

A 市 37.2 30.2 16.3 7.0 9.3

B 市 15.8 31.6 26.3 23.7 2.6

C 市 68.2 13.6 4.5 13.6 -

总计 35.9 27.2 17.5 14.6 4.9

从表 1可以看出 ,家乡就在本地或者附

近50公里之内的小姐非常多 ,两项之和占到

总数的63.1%。再加上家乡在本省的 ,就达

到80.6%。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小姐的流动

范围并没有超过本省 。小姐的家乡与她们现

在工作的城市的直线距离的中位数 ,只有 50

公里 ,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就在本市范围

内做小姐 。这无疑体现了这部分小姐对于匿名性的需求的弱化 。

根据我们的理解 ,导致这种“匿名性弱化”的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 ,女工下岗与道德舆论的互动 。由于女工下岗的情况比较严重 ,再就业的可能性与选择性都非

常小 。因此当地整体舆论对于“做小姐”这种谋生之道的谴责 ,比我们所调查过的其他地区要小得多 ,甚

至比人们认为是最开放的深圳还要小。①

舆论压力的弱化降低了这些女性选择性产业的心理成本 ,同时也加强了小姐们对于自己为什么干

这行的合理化解释。两者相辅相成 。匿名的重要性在这种互动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其二 ,当地娱乐

生活传统与“私人空间”成长的互动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移入社会” ,因此 ,中原地区那种对于各

种“涉性”娱乐活动的抑制 ,在这里相当弱化。例如 , “黄” 一直是“二人转”中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生活

中 ,异性之间的“人身距离”相对较小 ,也被认为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最近 20年来 ,私人空间的成长 ,

在这个方面则表现为向这种“本地传统”的回归。

在东北 ,洗浴 、歌厅 、按摩 、足疗这几个最容易成为性产业依托点的行业 ,虽然不能说是全国最早出

现的 ,但是十几年来一直就非常发达。C市的普通人甚至全都坚信:所谓“足疗” ,就是当地人在 1990年

代首先发明 ,然后才传遍全国的。② 用当地人自己的解释是:东北人爱玩 ,即使一家子吃了晚饭出来溜

哒 ,也会进小歌厅吼两声 。如果乏了 ,就会到足疗店按摩一下 。这些都很正常 ,即使估计到其中可能含

有“涉性”的内容 ,也很少有人会去深究 。所以 ,一个女性如果告诉家里人自己在浴池做按摩或是在歌厅

里放碟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其三 ,小姐外出与“留守”之间的互动。根据我们对于全国许多地方的性产业的了解 ,“东北小姐”在

各地都是一个以其开放与泼辣而闻名遐迩的群体;“东北小姐遍天下”的传闻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我

们考察 C市期间 ,当地十几位女性居然被拐卖到万里之外的中东国家 ,成为一个大案 。这表明:我们这

次所调查到的 、目前仍然留在家乡而没有外出的这些小姐 ,恰恰是那些缺乏足够的勇气 、能力 、条件去走

南闯北的女性。

我们访谈到的这些小姐 ,最小年龄 16岁 ,最大年龄 47岁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出去闯闯时 ,她们

既没有提到自己太小或者太老;也没有说过因为自己漂亮或者不漂亮。她们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家里离

不开 ,或是上有老下有小 ,或是家里人生病需要照顾 ,或是对离开这片土地心里茫然 。也就是说 ,人们通

常所认为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容易外出”并不成立 。小姐的外出与留守 ,是由更加深刻的原因决定的。

但是 ,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外出与留守之间却产生了互动。留守的小姐恰恰是因为自己的顾虑

多 、负担重而获得了更多的合理化解释:我都惨成这样了 ,连“人往高处走”都做不到了 ,还怕什么道德谴

责吗 ?这就造成了当地留守小姐对于匿名性需求的弱化。

当然 ,这三个地方的特色也是不同的。我们不难发现:家在本地或附近的小姐比例在 B 市最少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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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当然也是一种合理化解释 ,因为在课题负责人踩点中考察过的 11个城市中 ,有 7个地方的人都这样说。
根据我们在深圳进行的另外一个课题的资料。此处就不予详述了。



46.4%;在C 市最多 ,占 81.8%;A市则是居中。三地的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三地的经济状况与下岗情况。

简单地讲 ,C市下岗情况最严重 ,所以本地就业的小姐比例相对也最高。B市则是因为当地经济相对比

较好 ,性消费仍然强劲 ,所以吸引来的外地小姐也多。

也就是说 ,匿名性的弱化并不是因为这些小姐已经潇洒到可以“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更不

是“利令智昏” ,而是生活处境使然 。因此 ,用“恬不知耻”来对她们进行道德谴责 ,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三)发现之三: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1.情况描述

人们通常认为:从一个无论做什么职业的女工到“做小姐” ,这两者之间存在一道深沟险壑 ,迈出这

一步通常被冠以“堕落”或“失足” 。因而 ,如果说一般的职业之间的流动是一种量上的变化的话 ,那么从

女工到小姐的流动则被认为是一种质的变化 ,是从良家妇女到非法娼妓的变化 。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 ,大多数小姐对于失业 下岗前的正式工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 ,都很留恋那时候

自己所拥有的整体状况。那么 ,从国企工人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位置 ,跌落至“小姐”这样一个处

于边缘地带的职业 ,其落差到底有多大? 换言之 ,为什么这些女性在被迫丢下铁饭碗后 ,会拾起“小姐”

这样一个被社会视为藏污纳垢而丢置墙隅的破碗 ?这也是很多人极力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本次调查

正是从这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流动的过程 、从她们经历过的工作之间的比较这个角度出发试图发现

一些新线索。

我们发现 ,这些东北小姐并不是直接从一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职业骤然下降至社会地位很低甚至

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性服务职业 ,而是中间经历很多次找工作的过程 。她们在那时就已经处于劳动力市

场的边缘了 。尤其是 ,这些工作的职业地位已经与“做小姐”非常接近 。因此 ,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看 ,

她们所迈出的这一步并没有多大的落差 ,反而更像是一种职业之间的“平移” ,而不是上升或者下降 。

下面我们从工作内容和工资收入这两个主要问题对“做小姐”之前的 3次工作进行比较分析 。我们

的前提保证是:在这 103位小姐中 ,除 1人之外 ,都是自愿做小姐的。因此可以把做小姐与她们的其他

职业经历等同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 ,第一次下岗失业前的工作为职业流动的起点 , “做小姐”是终点 ,离“做小姐”

最近的三次工作则是重要的中间点 。我们通过分析这几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差异 ,对这个群体的职业流

动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并试图从过程和比较中来寻找这些女性选择做性工作的原因 。

(1)做小姐之前的具体工作

从表 2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趋势:

首先 ,无论在哪次工作中 ,做各种服务员的人都是最多的 ,而能够从事任何一种非体力劳动的 、比较

体面的工作的人都是最少的。

其次 ,她们每换一次工作 ,成为“准小姐”的比例就随之剧增一次;而其他所有职业也就随之逐次减

少。

第三 ,除了“较体面”的工作以外 ,所有其他工作的社会地位都不怎么样 ,即使是当小老板 ,做的也都

是些非常小的买卖。因此可以说她们均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在阶层上的差异性并不大。

这些情况不仅是一种职业平移的表现 ,而且是其原因之一 ,因为她们在那些与性产业关系密切的工

作中 ,更加可能接触和获得性产业的相关信息 ,足以更快和更充分地作好信息准备。

(2)“做小姐”之前与之后的工资①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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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有固定工资的人 ,我们问的是其固定工资。没有固定工资的 ,我们问的是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 ,然后加以平均。当然 ,在收
入这个问题上 ,跟所有其他的社会调查一样 ,我们不可能得到非常精确的资料 ,只是了解到她们自己估计的大致情况。但是这
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而言已经够用了。



　表 2　 做小姐之前的三次工作① (%)　

各种

服务员

准小姐 小商贩 其他底层工作

美容美

发 、按摩

三陪

小姐
小计 小商贩

做小

买卖
小计

体力

劳动
保姆 小计

非体力 、

较体面

倒数第三次 40.0 7.5 - 7.5 27.5 7.5 35.0 10.0 2.5 12.5 5.0

倒数第二次 33.3 22.7 1.5 24.2 21.2 4.5 25.8 12.1 - 12.1 4.5

最近那次 33.3 26.7 4.4 31.1 8.9 14.4 23.3 6.7 2.2 8.9 3.3

　表 3　 最近那次工作与“做小姐”每月平均工资的比较 (元)　　

倒数第三次工作 倒数第二次工作 最近那次工作 做小姐

中位数 500 600 500 1500

最少 100 250 -10000 350

最多 3500 4500 1500 4500

　　从表 3的工资比较上看 ,做小姐之前的 3个工作的工资的中位数在 500-600元之间。② 其中那些

收入不稳定的人主要是美容美发与按摩女和各种小商小贩 ,她们的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相差 500元左

右。有些人的最低收入是负值(如-500元),也就是做小买卖亏本 。有的人的最高收入才 300元 ,比服

务员还少 ,这是因为在东北的小商贩这个职业中 ,往往是“卖的人比买的人还多” 。

很明显 , “做小姐”的工资收入(中位数 1500元)比前 3次工作要高出很多。这无疑是任何一种职业

流动的主要原因 ,无论它符合不符合道德。

2.职业平移的确定

分层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　职业流动是社会科学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 ,索

罗金(Sorokin)就编列过有关职业流动的 23个表;从 60年代起 ,布劳-邓肯对职业流动模型 、影响职业

流动相关因素等内容进行不断的探讨与修正 ,极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M.侯特 ,2001);国内李强教授

等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李强 , 2000)以及农民工初次 、再次职业流动的分析(李强 , 1999)也促进了流动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职业间的流动到底是平移 、上升还是下降 ,社会学上最常见的研究是从收入 、权力和声望这三个指

标进行评价 ,通常是把这些指标量化并计算其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值。可是 ,以往学者有关职业地位的调

查 ,从来不包括性工作者在内 ,因而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职业地位等级来对照“小姐”这个职业在其

中的排名情况。因而 ,我们在这里也只能从探索性的目的出发 ,作一个简略的优势—劣势权衡分析 。

毫无疑问 ,小姐们的历次工作 ,尤其是“最近那次工作”的职业地位 ,在通常的职业排名中是非常靠

后的 ,往往只比进城农民工 、看门人等略高一些(李强 ,2000)。我们不妨结合小姐们自己对工作的评价 ,

从劳动强度 、劳动时间 、自由度 、福利待遇 、工资收入 、心理成本等方面粗略地比较一下:“以前的”与“现

在的”工作的职业地位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她们以前的历次工作 ,最主要的是在个体 、私营性质的宾馆 、歌厅 、饭店里做服务员以及摆小摊的小

商贩 。这些工作不可能附带任何的权力 ,福利待遇也几乎等于零 。但相比而言 ,“做小姐”的权力和福利

待遇不仅没有 ,而且是负值(经常遭遇扫黄和罚款 ,被感染性病 ,受客人欺负等各种风险也都更大)。因

而以前的历次工作在这些方面略占优势 。

从职业名声来看 ,尽管以前的历次工作在一般职业表中排位很靠后 ,但无疑仍然比“做小姐”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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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我们统计的是小样本 ,因此采用中位数 ,而不是平均数。

这个表格是我们对原始资料归类的结果。其中的“各种服务员”涉及:售货员 、宾馆服务员 、歌厅服务员 、歌厅放碟员 、电影院服
务员和饭店服务员等。“各种小商贩”涉及:卖服装的 、摆水果摊的 、卖鞋的 、裁缝 、摆小吃摊 、卖菜摊等。“各种体力劳动”涉及:
体力工人、小店打字员 、饭馆厨房小工 、配菜工 、美容美发帮工等。“开小店做买卖”涉及:开饭馆 、开美容美发店 、承包浴池等。



势。也可以说 ,选择“做小姐”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要远远大于做服务员或摆小摊 。但不可忽视的是 ,随着

社会舆论对于性产业的相对宽容以及“笑贫不笑娼”观念的深化(正如本文在“匿名性弱化”部分所分析

的),“做小姐”的心理成本将会逐渐降低 。

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上看 ,两类工作的程度是相当的 。做服务员或摆小摊通常的工作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 ,而且非常辛苦 。很多小姐在描述自己干过的这些工作时都说:太累了。与此相对照 , “做小

姐”的上班时间通常是中午 12点左右到凌晨 2 、3点 ,虽然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生意不好的

情况下 ,一天平均一个“生意”都不大可能),但对于女性来讲 ,经常熬夜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用小姐自己

的话讲 ,就是“很熬人” 。

从自由度方面讲 , “做小姐” 总体上的自由度往往比较高(少数受人身控制的除外)。很多小姐在

讲述做小姐的好处时经常提到“自由” 、“爱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可是各类服务员则通常是固定时间上

班 ,老板通常管得很严。小商贩则是在经济强制下也不甚自由。

与以前的历次工作相比 , “做小姐”的最大优势在于工资收入高 。尽管东北地区的这种工资差距比

我们以往调查的广东 、深圳小许多 ,但显而易见 ,如果仅仅从工资收入上看 ,做小姐无疑是一种上升 。

综上所述 ,简而言之 ,从其他职业到“做小姐” ,其实只是一种得失平衡 ,只是对于一个大体不变的总

量所进行的结构调整 。小姐以牺牲福利待遇 、可能附带的权力 、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利益 ,来换取较高的

收入 、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 ,从总体上来说 ,这仍然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对这些小姐来说 ,下岗 ,从国家主人翁一夜之间变成服务员 ,这才是最大的和最根本的“坠落” 。从

那以后 ,她们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劳动力市场的中心地带。她们“做小姐”只是找到了另外一个谋生的工

作 ,仅仅是平行地换了另外一种职业。

我们在本次访谈中不断地发现:她们自己对这一点的感觉与认知都非常明确和坚定。我们的一个

最突出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深谈当初做小姐的时候 ,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小姐对我们提到过什么“思

想斗争” 、“内心折磨” 、“精神痛苦”等等;反而往往是像买东西算帐一样 ,一条一条地细数“做小姐”这一

行的各种利弊。也就是说 ,这种职业平移不仅仅是一个客观上的结果 ,也是她们主观上的选择 。

性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　“做小姐”与女性所能够从事的其他任何职业相比 , “性”是惟一的区别。

它的根基问题则是:灵与肉 、爱与性究竟能不能分离开。如果不能 ,那么肉体与性的任何形式的借 、租 、

卖 ,就都决不可能被女性所容忍;反之 ,各种形式的“做小姐”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地做到了这种分离 ,直

至极端。

因此从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在上述的职业平移中 ,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在商业活动中 ,这些女性

与男性顾客之间的“人身距离”被缩短;性方面的“自我防卫圈”被压缩乃至被冲破;性意义上的“信号辨

识能力”被强化乃至被异化;从而被培训出了“灵肉分离”的可能性。

可是 ,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她们“做小姐”的前一天 ,而是自从做任何一种女服务员时就开始了 。到

了做任何一种与男性有皮肤接触的工作时 ,前述的“培训”其实就已经完成了;她们其实就已经“涉性”

了;因为皮肤是“性”的终端感受器 。只不过其中的筛选机制 ,还需要运用分层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 。

3.原因分析

出现这种职业平移现象的原因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无疑是因为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 ,职业上升

的机会非常稀缺 。但是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后 ,被从原来的较好的社会处境中抛

出来 ,或者原来就无法进入。这造成了她们的经验资源 、支持系统资源和经济资源不但都非常短缺 ,而

且在不断流失之中。因此即使她们偶遇上升的机会 ,也很难把握住 ,更难以坚持下来 。

从个人的经验资源(不仅仅是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来看 ,由于她们下岗或者待业之后很难在另一

个类似的正规单位找到类似的工作 ,所以她们原来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为人处世准则 、人际协调能力乃

至于整体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对于她们的职业上升的帮助几乎是零。所以她们只能下降 ,只能被放逐到

市场中去从事服务员这样在地位上仅仅高于农民工的职业。其中 ,曾经做过服务员的占 47.6%;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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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体力劳动的占 13.6%;做过美容美发或者按摩的占 28.2%;可是做过任何一种非体力劳动的体面

工作的只有 6.8%。① 再者 ,她们给个体经营者打工的最多 , 占 48.9%;其次是在私营单位工作 ,占

27.8%;自己摆小摊无照经营的占4.4%;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只有 2.2%。结果 ,她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学起。

可是 ,这样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 、多变的和职业跨度较大的 。她们很难在其中积累起足够的经验资

源 ,也就不大可能为她们下一次找工作提供任何有效的支持 。尤其是 ,这样的工作无法使她们获得从事

更高级工作的任何经验资源 ,甚至把原来的经验资源也废弃了。结果 ,她们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的底层

屡屡挣扎 ,而且基本上是永无出头之日 。

从个人的支持系统资源来看 ,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前 ,她们的支持系统就基本上是处于相同的阶层之

中。因此 ,这一资源在当时就不可能帮助她们从非技术工人或者普通待业者的地位上向上流动;一旦她

们下岗或者待业 ,就更加不可能给她们提供有利于上升的就业信息与帮助 。

从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来看 ,她们原来的积累就不多 ,下岗或者待业之后就更少 。例如 ,她们在下岗

时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最多是 23000元 ,最少的则是倒欠 4500元;平均数是 1400元;中位数则是 0。在她

们当中 ,目前仍然能够领到任何一种补助的人只占 10.7%,而且每月只能领到平均不足 75元 ,因为其中

有3人是在扣除全部补助之后还需要给原单位交钱 。这充其量只能使她们保住原来的城市户口以及随

之而来的高于农民的那些基本利益 ,例如不大会去种地 、不至于饥寒交迫等等;却不可能为她们的职业

上升提供有效的帮助 。例如 ,她们中间有 35.0%的人曾经去做过各式各样的小商贩 ,因为她们的那一

点点经济积累至多只能做这个 ,其结果则是大概率的一事无成。

总结起来看 ,就“小姐为什么会成为小姐”这个问题而言 ,我们所发现的这种职业平移现象 ,既不能

支持“突变论”也不能支持“渐变论” 。

以往的针对小姐的研究 ,在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去“做小姐”的原因时 ,给我们提供的往往是一种“突

变论”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的前提假设是:从良家女子到“做小姐” ,其间存在一种深沟险壑 ,因而凡是

这样做了的女性 ,必然会有某些极其特殊的 、非常重大的原因。这就等于仅仅把“做小姐”作为惟一的一

个断裂点来单独进行分析 ,而缺乏一种过程分析式的视角。在这种范式下 ,很容易出现道德上的“堕落

论” ;或者“重大事件论”(婚姻家庭变故 、情感变故等)。②

本次研究是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考察性工作 ,把“做小姐”视为一种职业 ,把小姐置于劳动力市场这

样一个大“场域”的视角。因此 ,我们才得以从小姐的工作经历这样一个连贯的纵向的角度 ,来理解这些

小姐之所以“做小姐”的原因。

我们认为:真正的和惟一的“突变” ,并不是她们从良家女子变成小姐 ,而是她们原来的那次下岗。③

从那以后 ,她们也并没有“渐变” ,而是“职业平移” 。

(四)发现之四:劳动力市场与“关系”的走偏

1.现有理论

近两年 ,在有关“关系”(中介人)与职业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论中 ,比较流行的主要有格兰诺维

特和林南的“弱关系假设”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等 , 2001)、边燕杰对于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关

系的研究 ,以及据此提出的“强关系假设”(边燕杰等 ,2001)。

林南提出:一个体系中的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 、财富 、声望等资源方面的相似性高 ,他们之间往往

是强关系 。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相似性低 ,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 。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 ,弱关

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直接上升到高地位的通道 ,从而获得社会资源。所以 ,通过弱关系得到信

息的人 ,往往会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 、收入较高的职位。反之 ,通过亲属 、朋友(强关系)得到信息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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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于来自农村的小姐 ,则是她们的“弃乡进城” ,而且一般也是迫不得已 ,绝非道德问题。

“重大事件论”的典型是潘绥铭的《生存与体验》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0年 8月。本文则是该作者对于自己的补充与修
正。

其他情况从略。由于每个人有过多种情况 ,因此这里的百分比相加会大于 100%。



向上流动的机会就大大减少(林南等 ,2001;边燕杰等 ,2001)。

边燕杰在天津地区做的调查则显示出职业流动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 。他提出:职业流动者的社会

网络主要由亲属和朋友这两类强关系构成。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成 ,以提供人情为主 、以传递信息为

辅(边燕杰等 ,2001)。

2.本次访谈的结果

我们在访谈中询问了她们做小姐这次以及在此之前的 3个工作 ,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

统计结果反映在表 4中:

　表 4　 四次找工作的途径 (%)　

倒数第三次 倒数第二次 最近那次 做小姐这次

看招聘广告 ,自己找 48.4 41.1 35.6 32.0

亲属介绍 、给亲属干 35.5 21.4 18.9 17.0

朋友 、老乡 、熟人介绍 6.5 21.4 23.3 41.0

职介所 、劳务市场 6.5 3.6 8.9 10.0

其他情况 3.2 12.5 13.3 -

从表 4中我们可以在她们连续的职业流动过程中 ,发现这样一个鲜明的趋势:

“看招聘广告自己找”(以下简称为“无关系”)这个途径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

“亲属介绍或者给亲属干”(以下简称为“亲关系”)这个途径也在持续下降 ,而且降幅超过了前一种

途径;

“朋友 、老乡 、熟人介绍”(以下简称为“友关系”)这个途径却一直在上升而且增幅很大;

“职业介绍所或者劳务市场”(以下简称为“公关系”)这个途径则一直都是最少的 ,而且变化甚微 ,从

未超过10%。

这样一种强相关的“逆转”的统计现象 ,恐怕不是出于样本量较小的可能误差 ,而是反映了一种现实

状况 。

3.我们与前述理论的视角差异

第一 ,前述研究所说的职业流动都限定于这样两种假定:求职是为了上升(向上流动);求职中是僧

多粥少(资方市场)。我们所发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她们不是职业上升 ,而仅仅是改换工作(平移流

动);是雇主更想招她们而不是相反(劳方市场)。①

第二 ,前述的研究虽然调查了“通过介绍人 、直接找雇主 、通过正式渠道”这三种情况;但是进一步讨

论的是运用了社会关系来寻找工作的被访者 。

可是我们在访谈中最鲜明的感觉却是:居然有这么多女孩子在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就纯粹是自己

独闯 ,仅仅是看到一个贴在店门上的招聘广告 ,就进去就业了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尽管职业介绍所和

劳务市场离许多小姐的工作居住场所不过百米之遥 ,可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居然从来也不知道 ,当然更

不会去那里找工作。

因此我们的视角还是把“无关系”(什么也不靠 ,完全自己闯)② 和“公关系”(全靠公共途径而不是

私人关系)这两种情况也考虑进来 ,才能从“有与无”的视角上 ,更加广泛和全面地揭示“(私人)关系”与

职业流动之间的互动 。

4.我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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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种“无关系” ,可能是因为我们访谈的东北小姐大多数是本地人 ,因而自己独闯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在深圳访谈的小姐中 , 这
种情况就相对较少 ,因为她们基本上是外来妹。不过在讨论一般问题的时候 ,我们仍然应该把这种情况考虑进来。

由于中国的小姐们基本上都是临时地 、流动地打工 ,因此“性工作”作为一个整体行业(而不是个别营业场所), 经常处于缺人的
状态中。在我们以往实地考察的地方无不如此。尤其是这种情况遍及几乎一切下层服务业与摊贩业。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
行业的门窗上贴着招聘广告 ,却很难见到报考公务员那样的应聘场面。我们访谈的小姐们第一次找工作往往就是看了广告就
进门 ,结果也都就业了。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在劳方市场和平移流动中的情况 ,因此对于“关系”与职业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

我们有一些认识 ,也许可以加强或者补充前述的研究成果。

其一 ,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的市场化不仅极不充分而且在“走偏”。

这些小姐在下岗或者待业之初 ,曾经努力地个人奋斗过;但是后来却不得不转而依靠各种私人的

“关系” ,而不是“公关系”(正规职业中介)。这是劳动力市场化极不充分的最好证明 。① 可是与此同时 ,

她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友关系”而不是“亲关系” ,说明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还不仅是一个不充分的

问题 ,更加可能是“走偏”的问题。

我们认为 ,在“亲关系”不可避免地弱化的同时 , “公关系”却在形式主义化 , “无关系”更是日益走投

无路 ,其结果是三者共同造成了“友关系”的兴盛。可是尤其重要的是 ,这同时也使得“友关系”不得不变

质:它在急速地利益化甚至是牟利化。也就是说 ,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是名正言顺的中介获利行为 ,现

在却被积压得转移到本来应该是“知根知底 、两肋插刀”的“友关系”中去了 。这不仅会打垮中国传统的

“人情” ,而且会使得“公关系”和“无关系”都很难再生。因此 ,不仅在我们以往访谈的小姐中不同程度地

被诱和被骗的很多;推而广之 ,现在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杀熟”之盛 ,也无疑是这种“走偏”的结果。

其二 ,关系的利益指向更重要 ,而且可能改变关系的强度。

我们发现:小姐们的“关系”(中介人),无论是哪一种 ,实际上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只有一个 ,就是“劝

服”(说服她们从事该职业);而不是“卖人情” ,更不是“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 。有些情况下 ,这些“关系”

甚至连相关的信息都没有提供多少 ,只是一个劲地“做思想工作” 。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从服务员到

小姐的过程中 ,而是在她们以前的 3个工作中一贯如此 ,甚至从她们刚刚下岗或者待业就已经开始了 。

这就是说 ,这些“关系”的屁股在客观上其实是坐在雇主那一边。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 “关系”仅仅

是把小姐引到某个经营场所就算完 ,并不是“帮人帮到底” 。至于她们究竟在该场所中能够获得什么样

的具体工作(例如是迎宾小姐还是上菜的服务员;是放碟还是三陪还是出台), “关系”所发挥的作用甚

微 ,往往是小姐们在进入该场所之后与雇主博弈的结果 。

这里面没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友关系”的牟利化。在劳方市场与职业平移中 ,有求于人的往往

不是求职者 ,而是雇主 ,所以他们肯于出价。而作为双方中介人的那个“关系” ,就会进行“理性选择”。

结果 ,无论这些“关系”与求职者多么“铁” ,也只能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

可是在求职的小姐们看来 ,中介人的这种利益指向实际上是有利于自己的 ,她们必然会以此来筛选

自己的“关系”。结果 ,她们就与原本是强关系的亲属渐行渐远 ,与原来是弱关系的邂逅之交却信赖有

加。②

其三 ,各种关系的取舍 ,往往不在于其优越性大 ,而在于其副作用小。

在小姐们连续的职业流动中 , “亲关系”的各种优越性(可靠 、温情 、可持续支持等等)很可能永远都

是无比珍贵的;可是它的各种缺陷(欠人情 、受约束 、越亲越无法讲理等等)却也同时与日俱增。同样 ,

“无关系”的优越性(经济独立 、抬腿就走等等)也许一直不会磨损;但是它的缺陷(容易被欺负 、社会交往

少 、很难跟雇主讨价还价等等)也会日甚一日地显露出来 。结果 ,通过这两种途径流动的人就都变得越

来越少。

反之 ,“友关系”虽然不太可能具有“亲关系”和“无关系”的那些优越性 ,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它

们的副作用。例如在匿名性这个问题上 ,“亲关系”的副作用是根本无法匿名;“无关系”的副作用则是匿

名匿到了老板不拿你当人看的地步 。惟有“友关系”可以恰到好处地既弱化又保留匿名性 。于是只有它

才能在连续的平移流动中茁壮成长 。

最后要说的是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我们的认识并不是直接针对“强关系假设”与“弱关系假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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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对于做小姐之前的那一两次工作来说,由于它们越来越“涉性” ,因此“亲关系”出于道德顾虑而不大
可能站在雇主的那一边 ,只能主动退出 ,结果“友关系”则由于无此顾虑 ,得以乘虚而入。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与前述的研究没有分歧。



任何一种 ,而是希望补充与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

四 、总结:整体图像

仅仅发现以上 4点新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整合起来看的话 ,这 4点之间其实是互相构建的关系与

互动发展的机制 。

正是由于小姐里的本地城市下岗女工多 ,她们才不得不试图摆脱匿名性的束缚 ,只能平移却无法上

升 ,才会越来越“弃亲靠友” 。

恰恰是因为她们只能处于平移这样一种状态之中 ,匿名性才有可能被弱化 ,“友关系”的重要性才能

超过“亲关系”和“公关系” ,同时她们也就被这种平移长久地固化在“下岗妹”这个“出身”当中 。

下岗的“出身” 匿名性弱化

“友关系” 依赖

职业平移

正是因为她们虽然弱化但是仍然保持一

定的匿名性 ,以及她们依赖于“友关系”而不

是原来的“无关系”和更加有效的“公关系”;

所以她们才长期在底层平移。

当然 ,再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并不排斥重

点与中心。我们认为 ,它就是职业平移。这

并不是由于它的作用最强烈(在我们的定性

研究中 ,这是无法检验的),而是因为它作为

一种最主要的因与果 ,处于链接与支承的位置之上 。示意如左图 。

如果一定要从成因的角度上剪短截说的话 ,那么下岗这个突变只是这些小姐的源头 ,而职业平移才

是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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